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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 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确认了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并使之

法律化，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也

对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各项原则与精神

对中日关系发展、分歧与矛盾的处理具有根本指导与规范意义，同时，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实践中

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最终汇成“条约精神”的总内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缔结 40 年，但其重要价值并没

有随时光流逝而淡去。相反，条约精神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其深刻内涵有待中日双方进

一步共同挖掘、深入领会、忠实恪守、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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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40 年前，正是和平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各

项原则与精神，使得中日两国打破冷战藩篱、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建立和发展正

常的国家关系成为可能。在条约精神引领下，中日关系 40 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历经起

伏，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风波不断，但守住了和平相处底线与经济合作基调，并在管控突出

敏感问题、细化规范涉台立场、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双多边发展空间、把握关系发展方

向、抓住机遇深化合作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些进展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惠及地区、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回顾中日缔约的这段历史以及 40 年来中日关系走过的轨迹，不仅能让我们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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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而且可望从中得到对当前及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智慧启迪。

二、重温初心，深化对条约意义和价值的认知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以条约形式确

认了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这不仅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法律程序的最后完

成，更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中日缔约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一

笔，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也给当时尚在冷战笼罩下的亚太地区及世界战略

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一）中日缔约改变了百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任人宰割、浸染血泪的屈辱史，更是一部奋起抵抗、救亡图存的抗争

史，而日本与中国近代史的这两个基本面都有着撇不清的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中日关系

百年的历史，以 1874 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是一部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甲

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不仅获得巨额赔款及割让台湾，也通过战争完成

了对华夷秩序的最后一击，彻底颠覆了东亚地区秩序。《马关条约》第一条即规定：“中国认明

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此后，中国历经八国联军入侵、1901 年《辛丑条约》

带来的“九七国耻”，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 年

扶植伪满洲国，1933 年退出国际联盟，1937 年发动“七·七事变”，中日关系进入历史上最黑暗

的一个时期。1949 年新中国建国后，中日关系处于隔绝、对立状态。1952 年 4 月 28 日，日本依

据非法的《旧金山和约》①、赶在其生效前几个小时与台湾当局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

条约》，即所谓“日华和约”，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②。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总基

调，使之走上和平合作的道路，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二）中日缔约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中日通过邦交正常

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实现战后和解，不仅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改变了双边关系，也

帮助维护了亚洲和平、形成了此后亚太地区“两个半”战略格局，为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战略

力量登上地区世界舞台、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此后，亚太地区基本形成以美国及

其盟友为一方、苏联及其小伙伴为另一方、中国及东盟等为“第三极”的“两个半”力量格局基

① 1951 年 7 月美英公布对日和约草案，美国政府宣布将召开旧金山会议、签订对日单独和约，中国政府授权周恩来

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声明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于 8 月 15 日发表，并刊载于 8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声明强调，美

英对日和约草案“破坏了 1942 年 1 月 1 日的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 1947 年 6 月 19 日远

东委员会所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重要国际协定”；重申“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国的参

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见《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

的声明》，《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5 月第一版，第 38 页、46 页。

②“日华和约”的签订引起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 年 5 月 5 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公开侮

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坚决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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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战略均势。“第三极”力量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成为亚太地区始终没有形成欧洲那样

“典型性冷战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当时世界范围内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1973 年

9 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曾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发表谈话，认为邦交正常化“不

仅对日中关系，而且对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得更

加重要了”［1］（325）。继邦交正常化之后，耗时六年、时断时续的条约谈判过程进一步表明，中日

和解并非仅仅是两国之间的事。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表示，条约

使中日之间的桥梁从木桥变成了铁桥，条约“不仅对两国的未来，而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

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1］（341）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与此后亚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相互作用、成为日本明确在亚洲四大国关系中的位置——面对苏

联、强化与美中关系的一步”［2］。此后，在安全与国际事务上，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一

度形成一种“微妙的、间接的战略合作”；双方都反对霸权主义，都不称霸，为维护世界特别是

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做出了各自的积极贡献［3］。从日方立场看，“日中条约的缔结，

加之 1978 年底美中建交以及日美安保条约，使美国和中国、日本在东亚逐渐形成相互合作之

格局，以共同应对增强军备的苏联”。“日中条约签订后，总体来说，在日本安全保障方面创造

出了好的环境”［4］。就中方而言，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看，构筑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个国家核心利益，以及为此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

环境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日缔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将日本争取到反对苏联霸

权主义的阵线上来，形成了中美日联手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统一战线”［5］。1978 年

10 月 23 日，为出席条约换文仪式而访日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天皇时曾寓意深远地指

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6］中国与日本缔结和约、实行改

革开放、发表《中美建交公报》，这样三件堪称改写中华民族历史、新中国外交史的大事相继发

生在 1978 年下半年，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中日缔约为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解决了当时中日两国阶段性战略需求问题。除抵制苏联威胁外，

1976 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目标①，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

重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加强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日本

则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市场消化力不足的问题，经济界强烈要求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经

济合作关系，在与欧美国家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不甘落后［6］。中日缔约对日本而言等于打

开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

中国“与美中建交同时进行的日中围绕和平友好条约、长期贸易协定而展开的谈判，是在

中国面向‘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转换背景下展开的。其目的，在于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与对

① 1978 年 2 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重申到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

奋斗目标，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 1976~1985 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该纲要规定：工农业生产 10 年平均增

长速度为 8.7%，其中工业增长速度为 10%；财政收入 10 年合计为 1.28 万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10 年合计为 458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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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7］。“四人帮”倒台后，“中国领导层明确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实

现经济的快速发展”。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在党章中加入“四

个现代化”内容，明确了现代化建设路线。“邓小平再度复出后致力于引进科学技术，其在 1975

年日中条约谈判中倾向于从以对抗苏联为主的政治立场出发把握中日关系，而现在也对日本

的经济力量和技术能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4］。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中国重新

审视过去的自力更生政策，决定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资金、技术、工业设施与设备。日本自

然而然地成为技术、生产设备以及中国所需贷款的主要提供者”［8］。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于 1979 年 12 月访华，正式开始对华提供

政府开发援助①。据日本官方数据，从 1979 年开始 30 年间，日本向中国提供各类贷款，包括开

发贷款、技术合作、无偿援助等共计达到 3.4 万亿日元，即 300 多亿美元［9］。这在改革开放初期

阶段对中国尤其珍贵。通过对日合作，中国学到的不仅有先进技术，还有产业政策、企业管理

经验、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经验以及先进理念。更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中日合作为中国对

世界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为此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更广泛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和

国际市场、加速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早期经验。

三、条约精神引领规范下的中日关系实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为中日和平合作提供了依据和保

障。条约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共同

汇成“条约精神”的总内涵，对两国交往与合作起着根本指导与规范作用。历史用了 40 年的时

间证明，中日关系发展得顺不顺、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与对条约精神坚持得好不好成正相关关

系，忠实践行条约精神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键之所在。

（一）管控突出敏感问题，细化规范涉台立场

1978 年缔结和平条约后，中日关系进入了堪称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辉煌十年”，总体“发展

顺利，变化巨大，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进行国际合作，实行和平共处，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10］。但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美国开始视中国为在亚太地区

的下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停止对日经贸“敲打”，加大“扶日制华”力度。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通道，中日“两强并立”格局初现。

日本政治“1955 年体制”崩溃，否认侵略历史、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上

扬。中日在历史、台湾问题以及安全、经贸等领域摩擦多发，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和精神面临挑

战。1998 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访日，双方发表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

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为两国关系跨世纪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特别是，

宣言就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作出进一步规范，日方首次将“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其在台

① 大平正芳访华期间，承诺 1979 年度对中国的港湾、铁路、水力发电等六大建设项目提供约 5000 亿日元的政府资

金援助。见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有斐閣アルマ、2013 年 12 月、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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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问题上的立场得到更明确的限定［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构成处置战后日本、包括规范日本与台湾关系的法律基础。

宣言规定：（盟国目标）“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

还中华民国”。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

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表述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

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①。日方以

“理解”“尊重”中方立场的表述方式，回避了正面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原

则，也回避了对台湾地方政权（即所谓“中华民国”）性质及日台关系性质、层级的界定。而且，

此后日方关于台湾问题立场的表述，“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一句常被有意无

意地“疏漏”。

至 1998 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方相关立场的表述发展为：“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

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

性往来”。这一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日方立场不再是“理解”“尊重”中方立场的间接式表

述，而是清晰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从而明确了日方“一个中国”的官方立场。二是“重申”这

一表述实际追溯确认了 1972 年联合声明有关条款“一个中国”的含义。三是日方对与台湾关

系的定位也更加清晰——仅限于“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一变化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

关系的法律空间，限制了未来日本适用国内法插手台海问题、升级日台合作的政策选项。

2007 年 12 月 28 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人民大会堂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就台湾问题进一步阐

明日方“四不”立场：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不支持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12］。这一“完整表态”、正确立场得到中方赞赏。

（二）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双多边发展空间

21 世纪初，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领

导人互访中断，直至 2006 年 10 月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开启“破冰之旅”。这一时期，世界范

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能源、环境、气候等全球性议题增多；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步伐加快，大国双边关系加速并轨多边网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

日关系面临新局面，合作面临新机遇。2008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康夫一道重新定

位、定向中日关系，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

明》。这份“未来志向型”新政治文件将主要篇幅用于阐述加强相互合作的内容，在继承前三

个文件原则的基础上，依据新形势，确立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两国关系未来。

声明宣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中日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实

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明确“中日关系对两国而言都是最

①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所指“开罗宣言之条件”为：“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

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见法学教材编辑部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料选编》，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7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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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庄严

使命”。双方确认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坚持通过协

商和谈判解决问题。相约“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最终实现和平共

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

2008 年联合声明带有鲜明的时代感，使条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含有两国“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的内容，声明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中日关系的定位更富于全球视野。双方确认，1972 年声明、1978 年和

约及 1998 年宣言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要继续恪守；在此基础上，要使两国关系的发展

方向同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国际格局多极化等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共

同积极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挑战。声明第四条（“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第六

条（“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既继承和约反霸条款的原则精神，又进一步将中日双边关

系与世界相联系，凸显“两国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和世界，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需要中日

和解合作、和谐相处”的战略共识。［13］

（三）把握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深化合作新机遇

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 20 年之后，现代生产力跨国界扩张势头愈发强劲，中日合作成为全

球化浪潮在东亚、亚太地区的典型体现，成为地区网络型经济与产业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

分。但面对中国全面崛起态势，日方战略焦虑感上升，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认知与行

为偏差，表现出以“互惠”绑架中日关系的倾向①。继 2012 年日方非法“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

日关系新一轮恶化后，同年底再次执政的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侵略未定论”，否认“从军

慰安妇”等战时罪行，并于 2013 年年底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先是否认中

日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后又坚持不存在主权争议、没有谈判余地的“两不”立场。安倍上

次执政期间曾推行“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大亚洲”构想，这次上台伊始，先是

提出“民主安保菱形”构想，后又多方介入南海问题。这些都导致中日之间“增进政治互信”成

为空谈，两国关系距离“战略互惠”目标渐行渐远。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原本为安倍 2006 年访华时最先提出，并得到中方赞同。根据 2008 年

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首先是基于“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使命”，共同为

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设计并付诸实践，在实现全球和地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和扩大两

国利益。其次，“战略互惠关系”内含道德道义标准，不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更不能“利”字当

头，为求“实惠”而置是非于不顾［14］。2008 年联合声明体现了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与政

治智慧，而落实声明同样需要国家责任与历史担当。不能一面奢谈“互惠”，一面试图为历史

① 在中国日本研究界，质疑日方对“战略互惠关系”认知的意见一直存在。如，认为“思考战略互惠关系，不能局限

于‘你给我恩，我给你利’的‘小恩小惠’模式，而应是全方位、高层次的、非排他性的合作关系，要有大视野、大规划、大手

笔、大项目”。“讨论战略互惠关系，应该从更长远、更高端、更广泛的领域来思考中日之间真正的、共同的或接近的战略利

益”。见蒋立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核心是“和”》，《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 年 11 月 11 日；叶琳《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

和谐——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蒋立峰发言，《日本学刊》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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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一面赚取经济利益，一面搞政治安全对抗。

在对日方历史翻案言行予以有力反制①的同时，中国继续与日本探索管控分歧与摩擦、改

善和规范两国关系。2014 年 11 月，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

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

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针对“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出现的紧张局势”，“同意通

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2018 年 6 月，中日两国政

府正式启动东海“海空联络机制”，双方将从海上和空中无线通信开始，逐步实现两国防务部门

间热线通话，以规避可能的偶发冲突与纠纷，从而朝构建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迈出关键一步。

2017 年以来，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给中日关系外部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

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包括中日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普遍造成压力，给世界经济前景蒙

上阴影。被称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局势明显松动，东北亚地区酝酿“地壳变动”。中日

关系面对新情况，共同利益上升，合作需求增大，抓住机遇推动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成为双方共

识。安倍内阁一改此前的消极观望态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转趋积极，多次表示愿与中

方共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2017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与日本

领导人的会谈中，分别敦促对方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

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尽早落地［15］；强调中日应抓住对方发展的机遇，着眼大局加强经贸投资

等互利合作，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

贸区谈判。［16］至年底，日本政府各部门提出并汇总了“日中在第三国民间经济合作”方针，相关

合作正式启动。中日关系由此企稳向好，并可望借助“一带一路”广阔平台持续深化扩大合

作，最终带动两国关系全面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四、对新形势下发展好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确立于《中日和平友好和约》、在此后中日关系不同发展阶段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条约精神

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其基本内涵概括起来包括：正视和正确认识历史；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和平相处，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

武力；两国不称霸，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谋取霸权［3］；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坚持“求

大同，存小异”。条约精神对当前及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其深刻内涵有待中

日双方继续共同挖掘、深入领会、忠实恪守、继承发扬。

（一）中日和平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地区与世界利益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提出的，得到日方积极相

① 2014 年 2 月，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南京

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并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获得通过。该档案由三个部分构成：关于大屠杀事件（1937

年至 1938 年）；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1945 年至 194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

的文件（1952 年至 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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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写入了《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当时曾有人说缔结和约目的是为对付苏联的威胁，周

恩来就此反复强调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单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将来形势好了也要

友好，而且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7］。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建立和发展中日“理性友好”、和平

合作关系，是由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保持并巩固这样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繁荣与

发展，而且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新形势下，更需要把这种关系坚定不移地

发展下去。当前中日关系外部环境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

印证了在冷战结束近三十年之际，世界特别是中日两国所共处的亚太地区进入了一个“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新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对中日关系缓和改善、加强合作的

重要性、必要性、可持续性有更深入、准确的把握，看到中日关系的积极变化、健康发展是符合

时代潮流与世界大势、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及地区与世界利益的必然选择。

（二）条约精神没有过时，对中日关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与规范作用

譬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反霸条款。1975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

池田大作时就中国的反霸立场作了清晰的表述：“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

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

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

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

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

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

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

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这是应该干涉的”［18］。可见，当时中国并非

只是要拉着日本一起反苏，而是也包含着对中日两国的自我约束。今天，国际环境与中日两

国的状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反霸原则并未过时，在世界及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美国亚太战

略出现调整、日美同盟持续走强的背景下，“反霸”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新形势下中日合作的战略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

1991 年苏联解体，中日合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中日合作的战略支撑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空前增多。其中，双多边经济、非传统安全等领

域的共同利益与合作需求尤其突出。实际上，共同反对“苏霸”的需要虽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

化、缔结和约并在此后取得非凡合作成就的重要驱动力，但并非唯一驱动力，甚至不是首要驱

动力。特别是 1977 年缔约谈判恢复之后，在中国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即将转向经济建设、即将

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合作就成了与“共同抗衡苏联”相并重的出发点之一。“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即开始酝酿调整外交战略。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外交目标也要

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19］1978 年 12 月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仍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

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20］至 1982 年 9 月党的十

二大，中国正式改变了“一大片”“一条线”的“联美抗苏”国际战略，开始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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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外交战略方针，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中苏关系也开始走向缓和。此后，《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对苏性质逐渐淡化，指导规范中日关系的意义和功能则越来越突出。

概言之，在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前后，中日合作的战略基础既已逐渐发生变化，实现了从以

共同的“北方威胁”为前提到以“经济社会领域的互利互惠为核心的多元化合作需求”的转

换。此后 40 年的历史进一步证明，相较于苏联威胁这样的外来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

下，在中日两国都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前提下，内在因素特别是经济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现实合作需求对中日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更具持久性。

（四）坚持和平相处，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妥善处理分歧

钓鱼岛争端是中日两国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问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

和平友好条约过程中，两国政治家曾明智地决定将其搁置一边。从周恩来的“暂时避开”［21］到

邓小平的“留待后人去解决”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2］，不仅为两国在当时条件下处理这一

争端提出了现实途径，而且为将来找到最终解决办法开辟了广阔思路。中日两国之间分歧很

多，不仅有双边关系问题，战后秩序观也存在分歧。从中国立场来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

告》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而日方强调《旧金山和约》。中日对战后国际秩序认知的不

同，甚至从一些细节也能窥见一斑。例如中国将 United Nations 译为“联合国”即“联合起来的

国家”，这契合英文原文、原意。日本则译成“国际连合”，简称“国连”，以此淡化 United Nations

“二战中盟国”的初始含义，淡化联合国成立的历史背景，淡化这一国际组织惩处德意日“轴心

国”的原始指向。这类例子很多。中日之间消除分歧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

的工作。

目前中日关系在企稳向好、缓和改善的同时，分歧与争端依然存在，东海钓鱼岛、台湾、历

史“三大结构性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日同处东亚板块，大国相邻，存在分歧争

端并不罕见，但关键是以何种思路、何种方式对待和处理。严格恪守条约精神、妥善处理分歧

与争端是确保中日之间始终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一门“必修课”，必须要考试“及格”，争

取得“良好”成绩。对于短期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可以继续“求同存异”，同时实施有效管

控。中日决定启动东海“海空联络机制”，是两国构建危机管理机制的一项重要进展，但还只

是一个开端。中日双方应当此为契机，通过持续性对话、沟通与磋商，谋求安全关系的改善，

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构建政治互信。

（五）抓住机遇深化合作，不断强化两国间现实利益纽带

中日经济合作成就斐然，惠及双方，也深刻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1972 年

邦交正常化时两国贸易额只有约 11 亿美元，1978 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不足 50 亿美元，而目

前超过 3000 亿美元。日本 GDP 总量居世界第三，人口居世界第 11 位、而国土面积仅为世界第

60 位，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巨大的产能，这些天然条件注定了寻求扩大市场是日本面对的

恒久课题，注定了日本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是长久的、恒定的。中日之间发

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决定了中日合作的结构性机遇。而且，与一战前欧洲的情形不

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日合作与相互依存不再是局部的，而是系统性的，不仅是双边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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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嵌入国际多边分工体系之中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战后日本国

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就曾预言，“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

只有建立在深厚的现实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中日关系才可能是稳定、牢靠的。与在其他领

域的合作相比，经济合作更容易成为“正和博弈”，通过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不仅可以抑制分

歧与摩擦，而且可以为双方处理和解决问题、进一步深化合作、巩固关系纽带奠定物质基础。

当前中日关系出现的好势头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而扩大双多边经济合作是增加中日共

同利益、使这一好势头固定下来的基本路径。中日两国共同面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仅靠一国难以解决，形势也要求双方加强对话与合作。同时，“一带

一路”倡议为中日扩大深化合作搭建了新平台。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在今年 4 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宣布在扩大开放方面将采取 4 方面、共计 10

项重大举措。李克强总理 5 月访日期间宣布，将首次为日本提供 2000 亿元人民币（约合 314 亿

美元）的投资配额来购买中国股票和债券等资产。这些重要举措，都为中日深化务实合作开

辟了新天地。

（六）从时代与文明高度思考中日关系、规划中日关系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日之际，自民党众议员、被周恩来誉为“中日友好掘井人”的古井喜

实曾从文明繁荣的角度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价值，指出 21 世纪将是亚洲的时代，

日中两国以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发展合作，将促进亚洲文明的繁荣和发展［1］。1979 年 12 月大

平正芳访华期间，曾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关于中日关系展望的演讲，其中特别强调促进两国

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忘掉这一点，而只注重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进而只在

经济利害得失的算盘上建立日中关系的各个局面，那么，这种中日关系就像空中楼阁，最终只

能如昙花一现般迅速消亡”［4］。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经历了“西风东渐”的几百

年。过去 20 年来，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在稳步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

在经济上的卓越发展成就能否成功带动亚洲文明的复兴与繁荣，中日关系将在其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

冷战后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秩序尚在“无序”中摸索徘徊，有乱局、有迷局、有危局，也

酝酿着变局。中日之间如果心无大局，会很容易坠入战略博弈持续加剧的历史惯性之中。着

眼下一个 40 年，两国需要从时代与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彼此关系，以持续深化合作为基础，加

强在地区及国际秩序构建、规则制定方面的沟通与协调，为维护两国自身利益、为促进地区及

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努力，减少乱局、化解危局、防止破局、赢得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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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reaty and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Normal Development Track

YANG Bo-jiang·3·
Abstract: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signed in 1978, confirmed the principles stipulated in the Sino-Japanese Joint Statement in

1972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treaty and legalized them, which provides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
tions.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
side world and gaining great progres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The principles and spirit established by the treaty serve as fundamental and
normative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handling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It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ac⁃
tic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general connotation of the treaty includes Facing up to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y cor⁃
rectl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persisting to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ettling
al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without resorting to force, not seeking hegemony and opposing any other countries to seek hegemony, keeping as partners
and not posing threats to each other and insisting on seeking greater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minor differences. There has been forty years sinc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was signed, however, its significance has not faded awa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spirit of the treaty
has been full of more vigor and dynamics in the new context, with its fundamental guiding and norma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
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dhered to,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by both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Strategic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and the Legal Basi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U Jiang-yong·14·
Abstract: It is in the common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that China and Japan "have one thing with water"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However, de⁃

spite the publication of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at is the legal ba⁃
si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at is the basis of the post-war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is regard, Japan's position and
China's position is not consistent, and objectively forms a "contradictory view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emphasized adherence to the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 deal with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erritorial issues. It has always in⁃
sisted on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s the basis for the post-war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Japan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make a systematic study and explanation on the legal basi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o-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Legal Basis; Potsdam Announcement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Education: What Was the Fact of Past?
——How does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Function in the Education 〔Japan〕KAZUO NAKAJIMA·26·

Abstract: Historical cognition is that from the reality to review and take care of after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relative his⁃
torical events. From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it is very easy to get the term of post-war settlement and war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terms. And
it is not overemphasized to say the former two terms ar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Even so, it doesn't mean we can introduce the
so-called extreme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o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as well as tamp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true historical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stu⁃
dents to have contextual feeling to be immune to extreme ideas such as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liberal historical view. From this point, historical educa⁃
tion should consist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nd not to rest on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events without prejudice. Instead, it
should analyze the object and academic evide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are recorded and unscrambled and functio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ual feeling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goodness and evilness. There is no doubt it has urg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and important effects to
give students' this ability to tell truth and false of historical events.

Key Words: Historical Cognition; Historical Educati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Liberal Historical View; Historical Contextual Feeling

Commentary on "Accurately Grasp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De-globalization"
WANG Sheng-jin ZHAO Fang QIAN Zhi-yong LI Wei-ran CUI Jian HOU Li·34·

Editor's Note: China's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world, and also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
tion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a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great change and great adjustment,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ill remain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is is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made by the Party Cen⁃
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after analyzing profoundly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which established the
premise for the new era of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c layout and overall policy. The mainstream of today's world situation is seek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but it also faces many se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surging of the tide
of de-globalization, the overflowing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fric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clearly stated that "China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ersists in opening up its own country and build⁃
ing its own business", and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a more open, inclusive, reciprocal, balanced and win-win way." This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also showed the way forward for global peac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our journal organized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topic on "accurately
grasp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counter globalization", and selected a part of the manuscript to be published.

A Study on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New Northern Policy", "New Southern Policy"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UE Li·60·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North-South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Korean Peninsula, to develop the Far East in Russia and to conne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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